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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公共领域再生产研究
———基于腾讯“为村”平台治理的实践考察

周孟杰

摘要:在媒介化社会,数字平台已深度嵌入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之中,网络

与新媒介技术为乡村提供了新的公共性参与平台,村民既可投身现实公民社会,又能共筑

数字公共性。 研究以实践转向为路径,采取线上参与观察和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探讨

乡村数字平台是如何提供传播交流与沟通的可能。 在乡村媒介化场域中,多元主体采取哪

些实践传播活动,重点挖掘腾讯“为村”的信息生产、社会交往与意义生成,并进一步分析腾

讯“为村”平台建构了何种数字公共领域,分析其何以可能与何以维系的问题。 研究发现:
作为一种乡村数字平台,腾讯“为村”成为底层发声与资源嫁接的媒介平台,在传统公共空

间衰落的困境下,其不仅成为一种媒介符号汇聚的意义空间,更强化了乡土社会关系的情

感效能,增强了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 腾讯“为村”塑造了一个村民公开交流、平等对话与

共同合作的数字公共领域,通过线上动员、线下征召,实现了一种更有内生性行动力的实践

主体。 因此,“为村”平台为乡村公共性的再造提供了新的交互空间和媒介环境,从而为塑

造一个全新的网络公共领域创造机遇。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依托新媒介技术

赋权,产生了一种“实践内生型”数字公共领域,推动了国家权力、私人权益与公共精神的协

调发展,激发了村民媒介展演、情感空间再造与乡村社会秩序重建,也体现了中国乡村数字

公共领域建构的非对抗性与实践性特征。 在平台共建、关系共治与价值共创的过程中,返
乡青年成为重要的媒介行动者,他们在各种传播实践活动中遵循着建构公共性的行动逻

辑,重构乡村群体关系网络,实现乡村公共事务的互惠性合作,成为乡村数字公共领域内重

要传播节点,从而建构了一个主体协同、合作互动的行动者网络空间,形成一种“ 国家引

导—基层参与—企业协同”的三元互嵌模式。 以政府、企业、乡贤为主的人与非人行动者汇

聚合力,彼此交织互动博弈,经过理性沟通、相互认同、达成共识、社会实践等多个阶段之

后,共同建构乡村数字公共领域,保障了公共领域的良性发展和现代转型。 另外,腾讯“为

村”平台基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治理主体缺失、治理行动碎片化的缺

陷,推动了社会协商的良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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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平台承载着人类对新技术的想象,也影响着社会对新媒介技术的形塑。 范·迪克认为平台

意义最重要的层面是政治经济的( political-economic)和社会计算的( social-computational) ,它不仅成

为非常重要经济集会场所,人们在这里销售商品、收集数据和交流沟通,而且还利用数据提供个性化



服务,嵌入整个文化系统中,形成平台社会( platform
 

society) [1] 。 作为一种技术结构、传播媒介与商

业资本交错勾连的平台,其再造了新的传播关系与新的公共领域。
在媒介化社会,数字平台日益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并建构诸多符号化、关系化的和交互化的传

播实践活动。 学界多将视野放在数字劳动、资本垄断、平台治理等范畴下,批判性考察平台的技术逻

辑如何嵌入社会诸领域,或从批判政治经济学角度挖掘网络平台在算法优化的商业模式驱动下如何

勾连平台经济的资本积累。 然而,现有成果较少关注中国本土化的数字平台,特别是涉及乡村数字

平台的内容生产。 因此,本研究采取文化技术主义路径,聚焦于腾讯“为村”这一数字平台,探究乡村

数字平台是如何提供传播实践的可能。 在这种场域中,多元主体采取哪些实践传播活动,重点挖掘

腾讯“为村”的信息生产、社会交往与意义生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空心化、原子化的趋势,也面临文化衰败、秩序失衡与价

值萎缩等一系列社会转型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公共性的缺失[2] 。 但在腾讯

“为村”这样的平台社会中,借助互联网与新媒体力量,村民主体性与内生性力量得以重新被释放,公
共意识逐渐崛起,乡村公共性得以释放,重构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3] 。 因此,笔者试图探究腾讯“为

村”平台为基层干部、返乡青年或普通群众提供了哪些作用,进一步挖掘出多元行动主体是如何在乡

村数字平台上互动勾连,并对乡村公共领域再造产生了何种社会影响,这种数字平台对乡村社会的

秩序重构与乡村共同体重塑意味着什么。

二、理论溯源

在社会学中,公共性强调历史过程的自由交往和集体参与;在政治学中,公共性则突出共识的达

成和结果的公共利益导向。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性”概念存在不同理解,但都认为公共性是公

共领域的核心属性,具有公共参与、平等自由、开放包容等特征,体现出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以实现

公共利益为追求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属性[4] 。 哈贝马斯在《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990 年序言中”强调具有操作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共性原则的重力特征。 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

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5] 互联网的发展为民众编织了能够自由表达与分享公共意见的

平台,数字公共领域的萌芽与兴起成为社会发展与传媒变迁历史中的一种应然。
对于数字公共领域的界定,学界有两种不同看法,即重构论与解构论,而这种争论恰好反映了数

字公共领域的双重性,既具有激活功能,又带来某种解构特征[6] 。 那么,在中国乡村社会,数字公共

领域发挥什么作用,或者说何种数字公共领域才具有公共价值? 在回应这个大疑问之前,需厘清以

下三点:第一,数字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具有何种特征;第二,如何从中国本土社会的情境出发考察数

字公共领域的建构,尤其需要注意中国乡土的差序格局与社会关系;第三,如何维系并治理数字公共

领域,使其发挥更大的公共价值。 以上三点既强调数字公共领域的理论脉络,也凸显数字公共领域

的权力运作、社会建制与时空关系。
首先,许鑫认为自 2003 年以来公共网络进入新的阶段,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更加多元化、公开

化和复杂化,娱乐与政治议题并存,理性评判与网络情绪并存。 公开性、评判性和公益性是数字公共

领域的核心内涵。[7] 熊光清认为开放的交往场域、自由的交往主体、互动的交往过程以及丰富的交往

信息为网络公共领域话语民主提供了有利平台。[8] 董天策在此基础上指出公共性并非形而上学的范

畴,而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特定性质。 网络公共领域是在各种力量之间博弈的过程

中建构起来的。[9] 总之,公共性仍是理解数字公共领域的核心,数字公共领域应从开放性、整体性、社
会性及生活化等多个维度加以理解,并将其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加以调适。

其次,在中国本土化的情境中,数字公共领域使得村庄从传统的村民自治迈向了通过互联网公

共参与的共治模式。 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将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结合起来,
通过资源输入来提供农民的组织能力。 有学者对长江中游某村落的微信群展开田野考察,认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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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成为村落社会关系延展与再生产的新公共空间,也激活了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降低了基

层社会的非理性摩擦。[10] 可以看出,村民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是数字平台得以成为乡村治理关键的可

能。 牛耀红对西部乡村实地调研发现,村庄借助数字网络平台建构了不同层级的自治组织,形成了

“专人负责、集体协商、公共参与”的治理逻辑。 将曾经袖手旁观的村民演变为治理主体之一。[11] 可

以看出,乡村治理模式是一个不断演变动态的过程,数字平台也对乡土团结与乡村秩序建构起到不

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最后,如何发挥数字公共领域的公共文化建设作用和社会治理功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因

网络技术而生发的诸多变化昭示着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某种趋势性变迁,乡村社区的治理机制需要

进行适应性转型,应该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治理,由控制型转向合作型治理。[12] 然而,在开放与合作

的过程中,也必定会产生不同关系的权力冲突。 有学者批判性指出当体制外精英主导的媒介自组织

形成时,就与国家权力代理人村两委形成了竞争关系,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嵌入和村庄权力结构的变

迁,也存在媒介自组织与村两委权力的博弈关系,暂时形成相对均衡的协同治理模式。[13] 因此,数字

公共领域也存在着主体独立性消解、交往理性缺失、公共性异化等危机,也需反思网络媒体践行国家

公共领域的可能性。[14] 综上所述,数字公共领域已成为近年来新兴的公共领域类型,不管公共领域

类型如何变换,促进理性沟通与民主发展仍是公共领域一直努力的方向[15] ,从理性沟通、政民互动

到舆论共识、村庄认同再到集体行动,数字技术平台作为一种新媒介,正逐步嵌入乡村治理中。

三、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腾讯“为村”是由腾讯公司在 2015 年为中国农村社区提供的一个智慧乡村信息服务及公共开放

平台。 全国村庄都能通过报名申请开通,旨在以连接信息、连接财富、连接情感为宗旨,通过信息化

手段脱贫致富,推动中国乡村数字实践。 在“为村”应用的界面中设有赶集、村有美景、村里好货、村
内旅游、活动报名、村有喜事等栏目,在“赶集”栏目中村民参与度和活跃度最高。 其中“智慧村务”
包括村务公开、书记信箱、换届选举、精准扶贫、党建之家、办事指南等栏目。 “现在我们村里有了腾

讯‘为村’平台,无论您是留在家乡发展,还是在外面打工、求学,遇到了难题,都可以用手机上‘为

村’向我们村两委干部寻求帮助” ,这是湖南湘西 A 村在 2017 年 3 月加入“为村”公共平台后发布的

第一条内容。 A 村已经加入为村 4 年,在平台一共发布了 1000 多条信息,内容涉及村庄的日常生

活、文化活动及政治选举等,村民们在平台上的评论留言数量数万条。
本文采用线上参与观察与线下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选取 2018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共

4 年的内容样本。 其中包括 A 村管理员在“为村”上发布的信息及相关评论留言。 研究者以参与观

察的方式在为村中潜水,细致地观察村干部、普通村民、网友的互联网实践。 此外,研究者还对 A 村

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采访 12 位相关村民和村干部(见表 1) 。 A 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北某偏远山区,处于湘、鄂、渝的交界地区,这里层峦叠嶂,坡陡谷深,自然景色

宜人。 在过去 30 年内,村民以务农耕田为主,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近年来,在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背景下,A 村在 2020 年实现脱贫摘帽。 A 村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与旅游服务业,加强乡村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在媒介使用方面,普通青年村民都拥有智能手机,大多

家庭已接入中国电信网络,部分老年人开始尝试使用微信、抖音等新媒介。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加

快推进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为 A 村入驻腾讯“为村”提供了前提条件与物质基础。

表 1　 湘西 A 村访谈名单

姓名 性别,年龄 职业 访谈时间

1 老郭 男,54 岁 A 村干部 202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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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性别,年龄 职业 访谈时间

2 小赵 女,30 岁 语文教师 20211024

3 小向 女,25 岁 理发师 20210505

4 小周 男,40 岁 返乡创业青年 20211106

5 老向 男,43 岁 “为村”管理员 20211206

6 小鹏 女,22 岁 “为村”管理员 20211218

7 老谭 男,45 岁 “为村”管理员 20210806

8 小智 女,23 岁 大学生村官 20211106

9 董老 男,60 岁 乡贤企业家 20220505

10 阿满 男,38 岁 返乡创业青年 20220326

11 小连 男,35 岁 驻村扶贫干部 20220409

12 小欧 女,23 岁 驻村扶贫干部 20220410

　 　

四、研究发现

(一)何以理解公共:乡村数字平台的公共性建构

1. 底层发声与资源嫁接的媒介平台

公共性不仅意味着公开性、实在性,也意味着开放性。 开放性的范围涉及全体公民,包括了常被

忽视的边缘弱势群体。 在腾讯“为村”中,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与乡村产业发展培训中心联合在

A 村举办线上新型农民培训,针对经济收入不高的农民进行思想学习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以摆脱

经济赤贫的落后现状。 在“为村” APP 中增添了“助残服务”专栏,“我们村有残疾人好几位,家庭条

件不是很好。 还有十几家低保户,所以我们特别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需求。 对于证件办理和变

更、补贴申请与查询等业务流程,我们都会在网上公布,当然也会确保他们的隐私不被泄露,也要注

意信息公开化” ( “为村”管理员老谭) 。 “利用腾讯‘为村’给这些残疾人和低保户找一些工作,今年

有一家餐饮集团通过腾讯为村平台给他们解决了就业,提供了生活保障” ( ‘为村’管理员老向) 。 残

疾人或低保户一直以来是乡村边缘群体,在腾讯“为村”这样的数字平台中并未被忽视,通过数字化

的培训与帮扶,为农民增权赋能,摆脱贫困。 这体现出底层发声与乡土叙事在数字公共领域的新

扩展。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展开了充分的论述,强调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

力之间的中间地带,旨在建构一个公共沟通、舆论和批评的空间,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

为主要运作工具的场域。 随着大众传媒和网络媒介的介入,这种公共性更是具有促进社会整合与发

展的作用。 不同于村民自发组织的微信群、QQ 群或抖音等短视频,在为村平台上,村民之间的交流

互动已经不再是闲聊家常或插科打诨,讨论的话题还是以精准扶贫、村容村貌、政策法规或卫生教育

等公共性事务为主。 这些内容显然摆脱了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交往,渗透了公共意识和权力关系,
体现了某种乡村公共精神。

“刚开始入驻腾讯‘为村’ ,内容确实比较少,组织活动频次也很低。 我们与党支部活动结合之

后,村里面把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朗诵视频上传到‘为村’ ,引起不小轰动。 我们村委也

邀请语文老师来指导。 在平台上还有关于母婴知识、医疗急救、教育科学、农业生产等等,希望老百

姓在思想教育上多多进步。” ( ‘为村’管理员小鹏)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公共领域更进一步彰显了它

作为社会资源整合的潜质。 “为村”将不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追求社会内部各类主体嵌入共生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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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秩序,这种公共性更符合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
2. 日常生活展演与情感空间的再造

在乡土社会,交往理性的重要场域不是基层政治参与,而是关乎日常生活。 公共性的生活层面

需要被重视,应从哲学分析层面的公共性逐渐向日常生活层面的公共性进行转型。[16] 以往较少有研

究聚焦于俗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但其实日常生活作为统一的整体,它充满各种异质性、流动性与偶然

性。 因此,在理性交往与行动的过程中,公共性还指向了乡村主体之间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交流。
在传统公共空间衰落的困境下,村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也随之减少,自然不能满足人们的理性

沟通与情感互动。 A 村自加入“为村”公共平台以来,一直就很注重培育村民之间的日常生活的情感

交流,只有建立在满足村民情感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够将分散的个体、家庭和组织连接起来,再造乡

土团结,从而为乡村振兴发展开辟道路。 “春耕种地的忙碌与小桥流水人家的静谧,大学生金榜题名

考学,还有庆祝八一复退军人座谈会等等,我们都在‘ 为村’ 上公开,老百姓也能看到家乡变化。”
( “为村”管理员老向)公共性的内涵除了包括一些宏观结构性的特征之外,还体现在主体间性的生

活性上。 不管是遭遇重大突发事件,还是发生乡村平凡生活琐事,返乡青年群体都乐于在为村上点

赞、评论与转发。 由此也逐渐形塑了一批懂“三农”的新乡贤,他们有着强烈的新农人的身份认同,积
极参与到乡村文化活动之中,有效利用短视频、微信和微博等不同新媒介针对乡村发展进行意见表

达和理性沟通,投入乡村公共生活之中。
这种私人生活大规模出现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果并没有挤压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使公共事务

的外延扩大了[17] ,数字平台上的公共议题更多地指向乡村日常生活领域。 总之,在“为村”平台,私
人生活的公共化现状并没有改变公共性的本质,它附着在私人生活之上并与之勾连,促使乡村数字

领域被重塑。 从日常生活的媒介展演,到农耕文化的重新勾连,再到乡土情感空间的再造,腾讯“为

村”不仅成为一种媒介符号汇聚的意义空间,更强化了乡土社会关系的情感效能。
另外,村民们对于国家政策或者村内事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腾讯“为村”上畅所欲言,如村规

民约的制定、乡村财政的支出、国家政策的解读等等。 腾讯“为村”中所发布的涉及教育、医疗、卫生、
娱乐、农业生产等内容,涵盖了社会不同系统。 其所建构的数字公共领域更侧重城乡协调发展、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决战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等整体综合性的历史进程。
3. 秩序建构与重塑共同体意识

公共性除了强调公共参与的开放性、公民道德的主体性、公共资源的可视性之外,还侧重共同体

的实践性。 利用共同体理论谈公共性,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归属感、有凝聚力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8]

数字公共空间的嵌入能够强化乡村文化传播活动中本身所具有的广泛参与性、象征性与展演性。
“为村”作为一个新媒介,能够更好地扮演组织动员、共同参与的中介性角色。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村
民们通过“为村”平台筹资,自发组织龙舟表演,这不仅丰富了乡村文化娱乐活动,拉近了村民之间的

情感距离,而且促使民间自组织形成,增强了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个互助

会还会维护公共秩序,把守好交通,宣传抗疫新闻和科学知识。 平常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感情,谈谈

心,在生活中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协商,这个互助会也帮助村民处理家族纠纷或给出意见。” (大学生

村官小智)现代公共性社会是一个以社会公正为公共价值目标的真实的公民社会,也是一个推崇公

共文化,承认“他者” 、化育民众合作理性与公共精神的社会。[19] 换言之,“为村”平台促进了 A 村民

间自组织的形成,这不同于基层政府力量,而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具有文化教育、社会整合

与秩序建构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A 村自发组织在“为村”平台上发布“缅怀先烈,不忘初心,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影展播活动和征集老照片活动,这些活动成为村民构建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实践行动。 从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角度出发,媒介信息并非指在空中的扩散,而是在时

间上对社会的维系。 从尼克·库尔德利的媒介实践范式来说,媒介本身不仅局限于特定的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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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息编码和解码层次,而是提供了一种参与社会中介化过程的方式。 村民们利用“为村”数字平台

开展征集老照片等公益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利用数字平台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
有意义的文化世界,这种数字媒介实践,激发乡村内生动力,重塑乡村共同体意识。

牛耀红在考察“为村”平台后认为,认同是社区整合及作为共同体的基础,网络空间中村民公共

参与书写乡村集体记忆、共同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对建构新型乡村社区认同起到重要作用。[20]

在数字公共领域中,村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变强,主体性和社会功能持续增强,从而达成社会治理的

共识。 概言之,腾讯“为村”塑造了一个村民公开交流、平等对话与共同合作的数字公共领域,通过线

上动员、线下征召,实现了一种更有内生性行动力的实践主体。 乡村数字公共领域既包括国家和社

会在网络平台中把宏大政治生活化、微观化与操作化的过程,也包括个体或民间自组织在技术赋权

中把日常生活议题社会化、媒介化与政治化的过程。
(二)何以成为公共:空间生产、主体实践与技术赋能的勾连

陶东风强调网络所带来的新交往方式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公共性。 网络传播的发展与其说标

志着公共性的死亡,不如说创造了新的公共性类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

领域的条件。[21]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返乡青年、平台管理者与普通村民等多元行动者彼此相

互勾连,促使腾讯“为村”不仅成为一个媒介发布的信息平台,更成为再造乡土团结、重建乡村公共性

的文化空间。
1. 跨越时空界限:新网络公共空间的生产

在 2018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期间,根据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A 村在“为村”平台上发布

的内容,其文本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公共服务型( 31. 03%) 、政务公开型( 25. 89%) 、文化民俗型

(7. 59%) 、便民信息型(17. 41%) 、党建工作型(18. 08%) ,发布内容数量占比最高的是公共服务类

(见表 2) 。 “为村”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网络公共空间,实现乡村治理线上与线下的互动联结,
建构乡村社会新秩序。

表 2　 湘西 A 村在腾讯“为村”中的内容发布情况

内容类型 内容范围 数量 占比( %)

公共服务型 发布乡村公共消息,包括医疗养老、社保及环境治理等各种问题 139 31. 03

政务公开型 传达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公布村内财务、低保等重大事项决定 116 25. 89

文化民俗型 传递节庆文化祝福,并发布相关的民俗活动及庆祝活动信息 34 7. 59

便民信息型 传播与农耕农民密切相关的生活信息,如农耕时令、病虫害防治方法等 78 17. 41

党建工作型 展现为人民服务的日常党建工作,如扶贫干部组织帮助困难户等 81 18. 08

　 　

村民们每天都可以在“为村”上通过浏览、发布、评论等手段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表达自己的观

点以及提出自己的问题。 比如,A 村村民小李通过书记信箱咨询农村医保和社保有什么区别,村委

会也会根据每种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在“为村”上发布各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意见及措施。 一直以来,
利益分配问题都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比如政府补助、低保户的评选等。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缺

乏监督管理,对于利益的分配问题,村民们颇有微词,导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出现信任危机。 但是在

数字平台上,所有的利益分配问题比如低保户名单、健康扶贫名单等等都会公开发布,村干部将名单

发在“为村”上接受所有人的监督。 “希望精准扶贫的政策在村里能落到实处,这个政策是以什么评

定的? 要落实到真正需要的人,不能靠关系来给指标。” (村民小赵)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为村”赋

予了这些信息与意见最大的可视性( visibility) 。 这种可视性不仅连接着乡村政治的民主性,还勾连

着数字公共领域的实践性。 “为村”作为一个新型数字平台,为乡村公共议题的讨论开辟了一个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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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权的新空间。 利用“为村” 展开网络沟通与行动,使得乡村权力处于某种可视性的场域之中。
“为村”更作为一种互联网数字平台使得权力得以被监督,也进一步导致这种权力被置于公共监视与

数字管控之下。
“为村”平台打破了时空地域的限制,拓展了村民个体与基层组织、不同乡镇政府机构之间信息

交流与沟通传播的渠道,增加了村民话语表达与参加公共事务的方式,加强了村委及村干部进行乡

村治理的效果。 总之,这种农业信息传播与村民日常交流、农村公共服务与行政权力监督都内生于

数字平台,村民与村民、村民与基层组织之间互相采取以媒介实践行动为主的手段去交换意见、达成

共识,不断形塑一种实践内生型数字公共领域,并为乡村公共性的再造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空间和环

境,从而为塑造一个全新的网络公共领域创造机遇。
2. 主体性回归:返乡青年的传播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内生性逐渐消解。 从微观层面上看表现为公共空间萎

缩、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规则解体、公共精神凋零。[22] 农村社会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

会原子化与文化失根化趋向。 如何重塑乡村公共性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赵月枝一直强调村庄

主体的回归与农民的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农民自身在乡土文化创造性转型方面的自觉性和主体性需

要被引起关注。[23] 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返乡青年的回归成为再造乡土团结,建构数字公共性的

关键行动者。
“回到家乡后就注册腾讯‘为村’ ,把这个平台就当作记录创业故事的电子日记本。” (返乡创业

青年小周)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号召、青年社会责任的激发以及青年个人意愿的驱使,大量在城市谋

生的青年开始再嵌入回流至农村。[24] 他们不仅从事现代农业生产,而且开展各种传播实践活动,包
括短视频拍摄、农产品直播带货以及在腾讯“为村” 上发表观点参与乡村振兴。 “返乡创业真不容

易,在为村上视频和照片也是一种纾解压力的手段,更是想要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式。” (返乡创业

青年小周)这群返乡青年在腾讯“为村”中体现出的实则是一种基于特定的媒介逻辑与社会语境之下

的新的文化书写方式。 腾讯“为村”作为一种文化中介,起到了某种双重勾连的作用:一方面使得主

体实现了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与身份展演,勾连了返乡青年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
腾讯“为村”也勾连了乡村个体与族群、乡村村民与城市居民、村落内部与国家外部。 借助“为村”的

媒介可供性,个人创业故事与公共集体叙事被搬上网络前台,返乡青年的各种不同传播实践成为乡

村数字平台的公共性参与的关键行动。
返乡青年不仅在“为村”上发表各种意见与观点,而且也可以利用“为村”平台开展扶贫直播助

农活动,采购特色农产品,实现村民增收不反贫。 因此,返乡青年不仅作为数字乡村新精英,更作为

乡村治理者,他们是建构实践内生型数字公共领域的积极行动者。 他们在各种传播实践活动中遵循

着建构公共性的行动逻辑,重构乡村群体关系网络,实现乡村公共事务的互惠性合作,成为乡村数字

公共领域内重要传播节点。
3. 中介化技术:新媒介使用与增权赋能

“以前不知道腾讯‘为村’ ,即使知道我们没有手机也不能上网,在山区没有稳定的网络,之前用

的几百块的山寨手机也不能正常运行‘为村’ APP,现在手机也便宜了,网络也方便了,我们才有机会

有权力在‘为村’上发言点赞。” (返乡创业青年小周)新媒介使用与技术赋权使普罗大众得以接近媒

介独立表达观点,实现其在各级网络与圈层中间进行信息传递、交换与汇聚,进而发酵具有现实影响

力的媒介变革力量。[25]

“以前没事就集中村口闲话家常,现在还可以玩手机,在‘为村’平台上看村里发生的事,也能点

赞留言,对村子里的参与感更强了。” ( A 村干部老郭)数字公共领域的发展离不开智能手机的普及,
也无法忽视智能传播环境的革新。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使新媒介赋权激活了一直被视而不见的普

通村民日常生活领域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话语权力。 张殿元在对网络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变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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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时发现:技术赋权无疑让更多的人在网络新媒体中进行传播活动,过去被动的受众变成了如今

意见表达的参与者、政治对话的贡献者和公共舞台的行动者,颠覆了少数人的话语霸权,公共领域的

结构转型必将随之发生。[26] 因此,以手机、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成为数字公共领域发展的物质

基础与前提条件。 中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智能软件的崛起,逐步打破传统乡村政治权力

景观。
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网络与新媒体带来的文化共享性、政治参与性、技术普世性打破了公共领

域限于特定空间和身份的桎梏,超越了精英群体或政治集团文化上的对称性,数字公共领域开始嵌

入乡村本土的权力场域中,这种由新媒介赋权所带来的民主化转型改变了村民与公共事务的政治关

系,整体提升了村民的政治参与度和权力意识,为数字平台公共性参与带来了技术基础与公共价值。
(三)何以维系公共:共建、共享与共治的数字平台

公共性是数字公共领域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乡村公共领域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与重要保障。
但由于农村社会的转型,数字公共领域也陷入公共性缺失与失语的困境。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腾
讯“为村”如何推进乡村数字公共领域建设,重塑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性,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 共建平台:多元行动者的交织互嵌

平台管理者在“为村”上发布信息:“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发展产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根据县政府与市农行战略合作协议,现向广大村民推荐县农行服务乡村振兴贷款政策。”不仅仅

有线上的通知,更有线下的落实,县农行还专门派遣驻 A 村乡村振兴金融助理,为村民们答疑解惑。
政府通过线上动员、组织各个主体共同参与村内公共事务,达成共识,从而促进“集体行动” 。 政府通

过动员倡议、整合资源等手段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以实践行动为主的公共空间。 而企业组织作为参

与者也嵌入数字公共领域之中,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 广州某公司积极配合政

府开展惠民活动,满足村民公共需求,在 A 村开展“情暖基层,清洁家园妇联在行动”活动。 同时,村
庄新乡贤在为村中看到同村有贫困户学生考取大学时就主动联系捐款,“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村子

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发展。” (乡贤企业家董老)可以看到多元主体将‘为村’作为平台,在互动中从相

互认同到达成共识,再展开各种社会实践与集体行动,共同建构数字公共领域。
因此,通过对腾讯“为村”的田野考察,研究发现“为村”作为乡村数字平台,整合村干部、村民、

企业、乡贤、返乡青年、社会组织等多元行动者力量,而其本身也是一种非人行动者,从而建构了一个

主体协同、合作互动的行动者网络空间。 国家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引导者,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统
筹规划与整合社会各种资源,从而调动起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动性,进而形成一种“国家引导—基层参

与—企业协同”的三元互嵌模式。 腾讯“为村”提供了一个开放平等、良性互动的数字平台空间,以政

府、企业、乡贤为主的人与非人行动者汇聚合力,彼此交织互动博弈,经过理性沟通、相互认同、达成

共识、社会实践等多个阶段之后,共同建构乡村数字公共领域,保障了公共领域的良性发展和现代

转型。
2. 共治关系: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A 村存在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撂荒耕地。 由于山区的种植业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的影响,不
同程度的撂荒耕地现象不断出现。 平台管理员在“为村”线上征询村民建议,为复耕复种出谋划策。
有的村民指出要种豆子、芝麻或者地瓜;有的表示应该因地制宜,请相关的专家来进行指导。 经过村

委会多番讨论后,决定引入企业来种植经济效益高的农产品。 不过,这需要村委会组织、企业与村民

等多方互相信任,按照一定程序签订合作协议。 经过在“为村”上征集意见,村委会沟通协调,事情终

于得以推进。 “为村”增进了治理主体之间的普遍信任,不仅为村民们积极主动参与村内治理提供了

先决条件,而且为村干部的工作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由此,腾讯“为村”建立了一种基于信任

和回应性的政府与村民关系。
一般情况下,政府或者村干部以及其他管理人员往往是治理者、管理者,而村民是被治理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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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的被动接受者,其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往往被忽略。 然而乡村治理不仅是政府部门

如何推进乡村建设发展的问题,更应是作为乡村主体的村民如何参与村庄的政治生活,对村庄公共

事务和未来发展提出政治性辩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合作共治”要求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

大部门的优势,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管理社会和社区公共事务。[27] 而在基层治理层面上,“为村”作

为一个新型数字平台,嵌入现有乡村自治组织和服务组织中,通过项目化运作的形式不断协调各个

治理主体的资源和力量,特别是村民的自主性,在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的达成。
腾讯“为村”平台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治理主体缺失、治理行动碎片化的缺陷,

推动了社会协商的良好运行。 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思想认识、观念目标已经趋于一致,彼此之间已

经形成了一种认同和信任机制,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是各个治理主体的整体共识和共同意

志。 多元主体的互动,使得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嵌入乡村治理,不仅提升了村民的自治能力,也为构建

乡村治理共治格局提供了新的可能。
3. 共享价值:资源整合与情感连接

乡村治理已经迈入现代多元治理格局,这种治理体系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培育以及社会资本的积

累,从而推动资源整合。 而资源通过内部开发和外部引进又实现了乡村治理价值共享。 A 村在新的

乡村精英的协同下建立起了农耕文化科普基地,在这里村民们传播文化知识,还可以互相分享各自

的农耕经验,以科学文化知识带动新时代农业发展。 外部引进企业对村庄资源进行调研,吸引企业

投入乡村振兴中来,实现技术、资金、管理下乡,推动农村发展。 A 村设立了“共享农场”这个新型农

业主体,组织村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其

附加价值,来村里旅游的游客可以自由采摘。 同时与企业进行合作洽谈,实现长期合作,延长了产业

价值链,提高了产品价格,村民们共享外部资源的同时增加了经济收入。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不仅有社会文化资源的共享,也有情感经验的共享。 “为村”不仅是各种公

共资源的汇聚地,也是人们维系情感的纽带。 情感的传递使得村民们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关联,促进

了人们对于乡村公共性的理解与建构。 A 村新建了一个村史馆,村民们做完农活的闲暇之余便会前

往参观,然后大家一起对着馆内的某一件历史古物开始交流讨论。 “要把它发在‘为村’平台上进行

宣传,在外面打工的人看到了也会一直记着我们的村子。” (返乡创业青年阿满)通过一种媒介化在

场的方式,“为村”将线下村庄的公共生活搬到虚拟空间中,使得共同在场的村民们随时随地都能共

享情感连接。 只有满足村民的情感需求,才能够将分散的个体、家庭和组织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联系

紧密的乡村共同体,从而为乡村公共性发展开辟道路。 因此,共享价值强调的是参与者对治理成果

的共同享有,在共建和共治的基础上实现资源、情感与价值的共创。 通过资源上的整合实现乡村公

共利益和服务优化,通过情感经验打造乡村共同体,从而采取合作互动的治理行动来实现治理成果

共享。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旨在通过深描乡村数字公共领域再生产过程,尝试摆脱西方理论概念的桎梏,回归探寻数

字平台在中国乡村社会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 腾讯“为村”实质则是由国家政治民主化、媒介

技术数字化、农村服务现代化、基层自组织公共化不断演变转型的媒介治理过程。 它推动了国家权

力、私人权益与公共精神的协调发展,激发民间组织与文化力量的内生性、互助性,也体现了中国乡

村数字公共领域建构的非对抗性与实践性特征。 这种“实践内生型”数字公共领域体现了国家主导、
平台建构与公民实践的相融共生,也从根本上区别于哈贝马斯的西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中国乡村,伴随着城市化、商业化的快速发展,传统公共空间面临着供给短缺、功能弱化、公共

性流失、过度市场化等问题。[28] 而腾讯“为村”平台是在中国乡村振兴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媒介平

台,其幕后的腾讯公司也致力于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乡村振兴,解决乡村内生性发展问题。 正因为

·87· 　 2024 年第 2 期



如此,“为村”所建构出的一种实践内生型的数字乡村公共领域能够有效促进乡村公共性的良性发

展,激发村民自主性、增强乡村内生性动力与提高村民经济收入,重塑乡村共同体意识。 在此空间

中,呈现了人、技术与世界的多重关系,包括政府、企业、村民、平台、算法等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嵌入以

及社会生产要素的意义勾连、资源转化与价值共创。 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互动成为再造乡村数字公

共领域转型的基本模式。 其中,不仅发挥乡村干部、返乡精英和社会组织的能动性,也充分展示出平

台介入、政府引导与市场参与,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
实践内生型的数字公共领域是追求公平正义、平等交流、理性沟通与实践行动的网络公共空间,

返乡青年借助“为村”平台成为乡村治理者与媒介行动者,促进了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培育了公共精神,再造乡土团结。 数字公共领域的权力关系已打破传统社会的话语框架与权力结

构,乡村数字平台重塑了乡村社会秩序和媒介治理关系,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国家文化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然,由于受到文化水平、移动终端、人口老龄化等影响,不是每一个

村民都能够在“为村”这个数字公共领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因为这些影响而使得活动效果弱

化。 在算法与大数据背景下,我们还应该警惕“为村”平台上治理效果的“媒介呈现”演变成一种“表

演化治理” 。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公共空间的嵌入对乡村治理的意义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成为

乡村新秩序建构的一股重要力量。
另外,媒体的民主政治功能,最终取决于人们对媒体的使用,核心本质是公众通过媒介参与公共

事务的问题。[29] 后续可以尝试将研究范式从社会批判向实践转变,改变探寻问题的方式,即从“对公

共领域的批判”转向“人们如何利用媒介去实践且建构出何种数字公共领域”的追问。 换言之,应主

要聚焦作为行动者的公民的日常生活经验或公共行动,探寻他们如何进行媒介实践与社会互动。 与

其探讨网络或新媒体技术是否带来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理性型的公共领域,还不如采取转向实践的

研究取径,去分析公民在何种语境下使用哪些媒介参与了公共性讨论,公共舆论与公共决策如何形

成,是否展开了理性沟通与平等对话或维护了公共利益等等议题。 亦即舍弃以往研究中隔靴搔痒式

的争论网络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好坏问题,需要以实践为脉络,分析何种语境下数字公共领域得以推

动民主化进程,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由此,在这些幽微细碎的实践行动过程中,发现公共性特征与

权力结构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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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aningful
 

spac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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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ence
 

of
 

media
 

symbols,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emotional
 

efficacy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nhanced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publicness.
 

Tencent
 

has
 

created
 

a
 

digital
 

public
 

domain
 

for
 

villagers
 

to
 

communicate
 

openly,
 

engage
 

in
 

equal
 

dialogue
 

and
 

collaborate
 

together.
 

Through
 

online
 

mobilization
 

and
 

off-
line

 

recruitment,
 

it
 

has
 

achieved
 

a
 

more
 

endogenous
 

and
 

effective
 

practical
 

entity.
 

Therefore,
 

the
 

" for
 

the
 

village"
 

platform
 

provides
 

new
 

interactive
 

spaces
 

and
 

media
 

environme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
licness,

 

thereby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shaping
 

a
 

new
 

online
 

public
 

domai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
talization,

 

the
 

empowerment
 

of
 

multiple
 

governance
 

entities
 

relying
 

on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created
 

a
 

"
practical

 

endogenous"
 

digital
 

public
 

sphere,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ower,
 

pri-
vate

 

rights
 

and
 

public
 

spirit,
 

and
 

stimulating
 

the
 

media
 

performance
 

of
 

villagers,
 

emotional
 

space
 

reconstruc-
tion

 

and
 

rural
 

social
 

order
 

reconstruction.
 

It
 

also
 

reflects
 

the
 

non-confrontational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ural
 

digital
 

public
 

sphere. In
 

the
 

process
 

of
 

platform
 

co-construction,
 

relation-
ship

 

co-governance
 

and
 

value
 

co-creation,
 

young
 

peopl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have
 

become
 

important
 

media
 

actors.
 

They
 

follow
 

the
 

action
 

logic
 

of
 

constructing
 

publicness
 

in
 

various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ctiv-
ities,

 

reconstruct
 

the
 

rural
 

group
 

relationship
 

network,
 

achieve
 

reciprocal
 

cooperation
 

in
 

rural
 

public
 

affairs,
 

and
 

become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nodes
 

in
 

the
 

rural
 

digital
 

public
 

field,
 

thus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and
 

interactive
 

actor
 

network
 

space
 

form
 

a
 

three-way
 

interlocking
 

model
 

of
 

" national
 

guidance—grassroots
 

participation—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
 

People
 

and
 

non-human
 

actors,
 

mainly
 

composed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local
 

elites
 

converg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rational
 

communication,
 

mutual
 

recognition,
 

consensus
 

building,
 

social
 

practice
 

and
 

other
 

stages
 

to
 

jointly
 

construct
 

the
 

rural
 

digital
 

public
 

domain,
 

ensur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In
 

addition,
 

Tencent􀆳s
 

" For
 

Villages"
 

platform
 

is
 

based
 

on
 

the
 

rural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which,
 

to
 

some
 

extent,
 

compensates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governance
 

entities
 

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actions,
 

promoting
 

the
 

good
 

operation
 

of
 

social
 

consult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can
 

attempt
 

to
 

shift
 

the
 

research
 

par-
adigm

 

from
 

social
 

criticism
 

to
 

practice,
 

and
 

change
 

the
 

way
 

questions
 

are
 

explored,
 

that
 

is,
 

from
 

" criticism
 

of
 

the
 

public
 

sphere"
 

to
 

" questioning
 

how
 

people
 

use
 

media
 

to
 

practice
 

and
 

construct
 

what
 

kind
 

of
 

digital
 

public
 

sphere" .
 

In
 

these
 

subtle
 

practical
 

actions,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characteristics
 

and
 

power
 

structures
 

can
 

be
 

dis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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